
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健康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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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背景下，“预防为主，减少疾病发生”的健

康促进策略被置于优先地位。探究导致老年疾病的早期风险因素，是预防和干预的

前提，也是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题中之义。基于全球疾病负担 （ＧＢＤ）的伤

残权重评估结果，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数据中的健康状况赋予

伤残权重，并以伤残损失生命年 （ＹＬＤｓ）为量化指标，评估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

老年健康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早期社会心理风险显著增加老年伤残损失生命

年，对于老年高危健康状况也具有显著预测力，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因果性的。

此外，研究识别出四项导致老年生命质量严重折损的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即身体暴

力、童年迁移、母亲精神健康和父亲身体健康。针对这些风险因素的干预措施将有

利于延长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降低我国未来的养老负担。上述发现对于从个体

生命时间上游预防老化疾病的发生，实施 “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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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９年末中国发布了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规划指出：人
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重大的
国家战略。人口老龄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老年人口比例增加。

２０１９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７７．３岁。但是，预期寿命延长并不必然意
味着健康预期寿命也随之增加。既有研究表明，虽然与以前相比，中国老年人活得
更久了，但并非所有人都活得更好。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并未因医疗水平改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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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反而有升高的趋势，高龄老人残障比例也比１０年前显著增长。①非致死性疾
病导致老年生命质量严重折损，这被称为 “胜利的代价”。②

中国老年人口占比增长迅速。到２１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达到峰值。

如果以６０岁及以上作为划定老年人口的标准，到２０５０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
状况是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并且，这一比例还会持续增长。人口基数大、

发展速度快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典型特征。在这样的基数和趋势下，如果全部老
年人都仅仅作为医疗保健的消费者或者被照顾的对象，而非作为劳动者或生产者
而存在，那么如此沉重的养老负担，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家庭，都是一项巨大
的挑战。

国家倡导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举措。其中 “积极”二字意味着我们
不能在个体已经步入老年之后，在他们已经疾病缠身、身体残障之后，再考虑老有
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它背后体现出一种未雨绸缪、提前防范和提早干预的思想。

很多老年疾病是不可逆的，因此预防疾病的发生比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更重要。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将 “预防为主，减少疾病发生”的健康促进策略置于
优先地位。在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背景下，探究导致老年疾病的早期风险因素，

是预防和干预的前提，是延长健康预期寿命的必由之路。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中的 “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不仅强调对疾

病的预防，更主张将疾病预防的关口前移。健康不是一种事件状态，而是一项终生
成就，是贯穿个体一生的目标追求。老年疾病，尤其是老年慢性病，通常有很长的
潜伏期。从风险暴露到疾病初起，再到医疗确诊，有漫长的时间间隔。因此，预防
老年疾病的发生，需要找到它的早期源头。生命早期是个体器官和组织发育的关键
时期，它们对外界刺激敏感，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预防和干预成本更小，收益更
大，早期风险因素的微小改善将会带来持续终生的健康收益。如果老年人不仅长寿，

而且健康，那么，额外获得的寿命将和其他阶段的生命一样有价值。

现有的健康促进策略更加关注成年后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而忽视早期风险
的影响。依据２０１９年６月发布于 《柳叶刀》的中国最新疾病负担报告，高血压和吸
烟在风险因素排名中居第一位和第二位。③ 报告指出：包括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在内
的各种健康促进策略 “在减少吸烟方面取得了缓慢进步，但是在降低血压方面没有
任何进步”。报告并未解释其原因。事实上，成年后血压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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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压力体验相关。生命早期过多地暴露于社会心理压力之下会导致成年后更可能
出现高血压症状。①

社会心理风险是早期风险的新样态。伴随社会进步，源于经济地位的早期风险，

如营养不良和医疗匮乏，已不再构成个体健康的主要威胁。相反，由留守、单亲、

隔代抚养、校园欺凌等因素带来的社会心理风险成为早期风险的主要形式。相对于
经济地位这类硬件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因其伤人于无形而一直被忽视。“既有研究对
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视程度与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程度不成比例”。②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仅体现出 “未富先老”的特征，而且具有 “少子老龄化”

和 “高龄化”的特征。这三个特征的叠加，使得完全依靠国家养老或者完全依赖家
庭养老都是不现实的。针对早期风险的精准干预，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是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题中之义。其效益是，老年人既能够在消费端减少医
疗保健支出，又能够在供给端增加劳动力数量和提升人才质量。对于老年人个体来
说，即使在少子养老或者养老金缺口日益增大的情况下，他们也能过上一种体面而
有尊严的生活。对于国家来说，在 “人口红利”减弱的趋势下，年长劳动力有助于
国家收获因健康水平提高而带来的 “长寿红利”。

那么如何测量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与其他测量相比，伤残损失生命年 （ｙｅａｒｓ
ｌｉ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ＹＬＤｓ）是一种评估健康水平的全口径指标。相对于仅仅关注
慢性病来说，伤残损失生命年覆盖了导致生命质量折损的全部疾病和伤残。相对于
国内研究惯用的 “自评健康”五点量表来说，它对健康的测量更加精细，它是一个
连续变量。相对于仅仅以 “是否患病”（０—１）来区分老年个体，它同时将老年人患
病的初始时间纳入考量。简言之，伤残损失生命年对健康的测量更加全面、精细并
且纳入了时间维度。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ＢＤ）的伤残权重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评估结果，本文首次尝试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ＣＨＡＲＬＳ）数据中的健康状况进行伤残权重赋值。

这一做法使得本研究能够将个体的健康状态操作化为连续变量，即伤残损失生命年。

以其作为因变量，本文检验了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老年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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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与风险的全口径评估

关注风险暴露与健康结果之间关系的既有研究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在风险因素

方面，多数研究关注的是成年后风险，包括成年后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那些关

注早期风险的研究多聚焦于与不利经济处境相伴随的风险因素，如营养不良和资源

匮乏，而对社会心理风险的重视严重不足。在健康结果方面，尽管老年健康质量并

不仅仅体现在慢性病，还包括肌骨障碍和心理健康等多个方面，但是多数研究通常
只评估慢性疾病方面的健康结果，或者，仅仅基于自评健康五点量表来对老年健康

状况进行极为粗略的量化。

（一）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累积不平等理论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是在讨论这一主题时不能绕过

的核心理论。① 它的主要观点是，早期风险因素 （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激
发此后的风险，正是这些接连出现的风险因素的累积，而不仅仅是早期风险因素本

身，导致成年后和老年期健康问题的出现。

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的研究，例如，关于 “童年长臂效应”的研究，② 关于早

期不利处境对身体健康印刻作用的研究，③ 以及国内学者关于双重累积劣势的研
究，④ 都可以归在这个主题之下。这些研究认为，童年期是人生的关键阶段，健康

不平等正是在这一阶段起步的。童年不利地位为个体人生设置了舞台，在这个舞台

上接续展开的一幕幕成年后生活险象环生；当然，那些以幸福启幕的人，也更可能
拥有幸福的人生。

慢性病的生命历程模型从生命历程视角专门聚焦慢性病的风险因素，⑤ 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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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慢性病的成年生活方式模型，后者关注成年后的行为方式 （如吸烟、饮食）如何

影响成年疾病的开端和发展。慢性病的生命历程视角更加关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

风险因素对此后慢性病的长期影响；不仅如此，它认为即使是成年后的行为方式
（如饮食习惯）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早期经历所塑造。

分子生物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基因组学等学科的迅猛发展也推动健康领域的社

会学者开始探究社会因素在皮肤之下的作用机制。童年逆境的生物嵌入模型指出，

早期社会心理压力和老化慢性病之间的关联机制包括生物机制和行为机制。童年压

力 “被编程进”巨噬细胞 （一种免疫细胞），导致这些细胞具有促炎倾向。① 在整个

生命历程中，这种促炎倾向会被个体的行为偏好和荷尔蒙失调所放大，而后两者也

是早期压力暴露的结果。持续存在的慢性炎症会驱动致病机制，最终导致慢性病的

发生，包括新陈代谢症状 （如糖尿病）、冠心病、中风、癌症，以及提早老化。

与上述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不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对风险因素的评估所囊括的内

容丰富而具体。２０１７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基于４６７４９项数据，对１９９０—２０１７年近３０
年间全球、地区和国家范围内的８４种行为风险、环境风险、职业风险及新陈代谢风

险和风险集进行了相对风险评定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ＲＳ）。在全球疾病负

担研究最新的风险因素评估报告中，合作者们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两点不足。②

第一，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量化个体生命时间上游的风险因素 （ｄｉｓ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即成年健康结果的远因”。所有被纳入评估的风险因素都是近因，即

个体当下的境况。第二，全球疾病负担的风险评估对社会—心理风险的覆盖不够。

即使到了２０１６年，也仅纳入了两项社会心理风险。这一点一直是其遭受批评的地

方。社会心理风险难以评估和量化，这是它们被忽视的原因之一。但是，一旦一种

社会心理因素，比如１５岁前遭受亲密关系成员的性暴力，被作为风险因素纳入评

估，它将推动降低性侵害项目的实施。

虽然全球疾病负担的风险评估报告坦诚地指出了自身存在的不足，但是我们必

须承认，在这种全球性的跨国调查中，上述两方面的数据很难获取。与之不同，全

国范围的调查收集这些数据相对容易。２０１４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专门收集了

个体生命历程数据，这也是该调查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相比的优势之一。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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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成年健康的远因，其中一些也是社会心理风险。

（二）本研究的贡献

基于对既有研究的评述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特点，本文力图在如

下四个方面作出贡献。

第一，以伤残损失生命年 （ＹＬＤｓ）为量化指标，全面评估老年健康结果。本文

首次尝试基于全球疾病负担 （ＧＢＤ）的伤残权重评估结果，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
调查中的健康状况赋予伤残权重。通过将不同症状统一换算为伤残损失生命年
（ＹＬＤｓ），能够计算出一个人的总体健康损失。本文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包含的全部健康状况中的３３种纳入了分析。相对于国内研究惯用的 “自评健康”五

点量表，伤残损失生命年更全面地考虑到了各种非致死性疾病导致的健康生命折损。

此外，这一做法将个体患病时间纳入考量。既有研究通常依据个体是否患有某

种疾病，而将其处理为０—１变量，然后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但是一位２０
岁患有哮喘病的人要比６０岁患有哮喘病的人多经历４０年的病痛折磨。所以，对于

任何一种疾病来说，个体之间不仅有是否患病的差异，还有何时患病的差异。

第二，上述做法为识别健康方面的高危个体提供了可能。一旦将健康状况量化

为连续变量，我们就可以识别出那些具有极端伤残损失的人，即那些伤残损失生命

年高于样本中９０％的人。进而，我们可以探究导致极端伤残损失的风险因素，这些

因素可能不同于作用于总体人群的风险因素。高危健康状况对个体生命质量和国家

医疗资源都造成巨大损耗，因此，对这一群体的识别和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早期风险因素中，我们主要关注其中的社会心理风险。早期社会经济

地位变量并不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而是作为控制变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

要，相反正因为它们如此重要，以至于有大量研究对其进行了考察。相比之下，社
会心理风险这类 “软”因素被重视得还不够。

第四，对早期社会心理风险的评估采用多元口径，即同时检验多种而非单一风

险的作用。风险通常不会单独发生，相反，在一个家庭当中，一种风险经常与另一

种风险伴随出现，例如心理虐待和身体暴力。因此，如果单独检验一种风险因素的

作用，可能会高估其影响。本文评估了包括身体暴力和童年丧亲等在内的共９项早

期社会心理风险的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１年基线数据和２０１４年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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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数据完成。ＣＨＡＲＬＳ收集了代表中国４５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

高质量的微观数据，为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撑。本研究将

样本的年龄区间划定为５０—８０岁。经初步清理后，基线数据中５０—８０岁的总人口

数量为１３０１５人。其中，５０—６０岁之间６７７３人 （占５２．０４％），６０—７０岁之间４４３０
人 （占３４．０４％），７０—８０岁之间１８１２人 （占１３．９２％）。

（二）测量

１．因变量：伤残权重赋值
（１）伤残权重指标的意义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利用渠道广泛的数据，对全球范围内由疾病和早亡带来的损

失进行估计。界定 “损失”的方式是度量因伤害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和疾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而失

去的健康生命年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它以伤残调整生命年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ｌｉｆｅ－ｙｅａｒｓ，ＤＡＬＹｓ）的形式来表达，包括因早亡而损失的生命年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ｌｏｓｔ，ＹＬＬｓ）和因伤残而损失的生命年 （ｙｅａｒｓ　ｌｉ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ＹＬＤｓ）。①

早亡损失生命年 （ＹＬＬｓ），顾名思义，指早于所在群体人口预期寿命死亡而损

失的生命年。伤残损失生命年 （ＹＬＤｓ），是指因伤残而导致的健康生命损失。伤残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在中国语境中，通常等同于残疾。但是，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伤

残指任何能够导致短期或长期健康损失的健康状态，包括疾病和伤害。其中有许多

我们通常不视为伤残的状况，例如牙齿损失、头痛、阳痿、花眼／近视等。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不仅仅关注死亡。在此之前，大部

分疾病风险评估都是基于这种疾病导致了多少死亡。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死亡是一

件不会引起分歧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的统计系统都会常规性地记录死亡

数据。问题在于，很多疾病并不致死，但它同样会导致健康生命的巨大损失。全球

疾病负担研究通过将这类由非致死性疾病所导致的健康损失换算为生命年，使得不

同伤残带来的疾病负担可以相互比较。例如，“盲”和 “瘫”属于不同的伤残类型，

但是两者带来的健康生命损失是近似的。

疾病和伤害所导致的非致死性结果如何量化？这就涉及一个关键概念———伤残

权重。伤残权重指某种健康状态所导致的健康损失的严重性，它是０—１之间的一个

数字，０值代表一种近乎完全健康的健康状态，１值意味着一种近乎死亡的健康状

态。例如耳聋 （听力完全损失）的伤残权重为０．２０，这意味着耳聋１年可以被认为

损失了０．２年 （大约两个半月）的健康生命；重度抑郁的伤残权重为０．６５，意味着

在重度抑郁下生活１０年相当于损失了６．５年的健康寿命。一旦有了对应于各种伤残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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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残权重，将其与这种伤残的持续年数相乘，就可以计算出该个体由这种伤残所
导致的健康生命损失。①

获得伤残权重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这也是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ＧＢＤ）被称为史

诗级测量的原因之一。２０１０ＧＢＤ开展了对伤残权重的最全面测量，对此前不同版

本的伤残权重进行了重新评估；② ２０１３年又对这一测量结果做了完善。③到目前为
止，这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受访人群最广泛的伤残权重评估。

（２）伤残权重的评估结果

相对于既往版本，２０１０ＧＢＤ伤残权重评估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受访对象的选

取：它收集普通大众的数据，而不是仅仅采集专家数据。

２０１０ＧＢＤ伤残权重评估包括两个部分：家户调查和网络调查。其中，家户调

查又分为：入户面访和电话访谈。在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秘鲁、坦桑尼亚进行

的是入户面访，在美国开展的是电话访谈。网络调查有英语、西班牙语和中国普通

话三种版本。有１３９０２名受访者参与了家户调查；有来自１６７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６３２８名受访者参与了网络调查。

分析结果表明，在０—１的量表中，２２０种健康状态的伤残权重大部分落在程度

较轻的一端。有５８种 （占２６％）健康状态有低于０．０５的伤残权重，例如轻度心绞

痛和阳痿。０．０５的伤残权重意味着以这种健康状态生存２０年相当于１年早亡所带

来的生命损失。最高的伤残权重包括急性精神分裂 （０．７５６）和严重的多发性硬化症
（０．７０７）。

２０１３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对２０１０年的伤残权重评估进行了完善。２０１３ＧＢＤ在

样本选取方面的新增贡献在于：它增加了数据量，受访者数量翻了一倍；它收集了

来自不同背景受访者的数据。２０１３ＧＢＤ的伤残权重评估是将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３两个年度
的样本汇总之后进行的分析：其中，来自２０１０年的受访者３０２３０名，来自２０１３年

的受访者３０６６０名，总共６０８９０人。２０１５年发表的伤残权重评估报告，也就是本文

所使用的伤残权重量化标准，就是基于两个年度汇总数据的分析结果。

（３）伤残权重的赋值结果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对健康状态的测量存在三方面的

不同。

·００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年第９期

①

②

③

参见史密斯·Ｎ．杰瑞米：《破解生死大数据》，雷南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５５页。

Ｊｏｓｈｕａ　Ａ．Ｓａｌｏｍｏｎ　ｅｔ　ａｌ．，“Ｃｏｍｍ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ｊｕｒｙ：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０，”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ｖｏｌ．３８０，ｎｏ．９８５９，２０１２，ｐｐ．２１２９－２１４３．
Ｊｏｓｈｕａ　Ａ．Ｓａｌｏｍｏｎ　ｅｔ　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３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ｖｏｌ．３，ｎｏ．１１，２０１５，ｐｐ．ｅ７１２－ｅ７２３．



首先，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覆盖的健康状态更加细致全面。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３ＧＢＤ
分别评估了２２０种和２３５种健康状态。与之相比，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覆盖
的健康状态相对较少，它的 “健康状况和功能”部分共包含１０个模块，① ５９种健
康状态。

其次，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对某些健康状态有诸如 “轻度、中度、严重”的层级
区分，每一层级有不同的伤残权重。例如，慢性肺阻病分为：轻度、中度、严重。

伤残权重分别为０．０１９、０．２２５和０．４０８，三个层级差别较大。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
踪调查没有依据严重程度对健康状态进行层级区分。

最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对伤残损失生命年的计算用到了两方面的数据：每种
疾病的伤残权重和患病年数。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残疾模块 （包括５种
残疾类型）和慢性病模块 （包括１４种慢性病）有相应的患病年份数据。因此，本文
对于残疾和慢性病这两个模块下各种伤残所导致的伤残损失生命年的计算，完全符
合全球疾病负担的计算口径。而对于其他健康状态的测量，包括五官类疾病、肌骨
障碍、抑郁等，因为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没有收集年份数据，所以本文只纳入
了伤残权重，即相当于仅计算了一年的伤残损失。最后的总体伤残损失生命年在这
些类目上是被低估的。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本文除了计算总体伤残损失之外，还单独计算了慢性
病伤残损失，一是因为它与全球疾病负担的计算口径一致；更重要的是，在疾病谱
转型背景下探究老年慢性病的早期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中的健康状态进行伤残权重赋值时，本文秉
承如下原则。第一，基于２０１３ＧＢＤ的伤残权重评估结果进行赋值，这是到目前为
止最新版本也是最权威、样本量最大的伤残权重评估结果。第二，对于中国健康与
养老追踪调查中只有大类，而无诸如 “轻度、中度、严重”等具体分级的疾病，例
如慢性肺部疾患，我们依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此类疾病的 “中度”权重对其进行赋
值，此例将取 “慢性肺阻病：中度”的伤残权重 （０．２２５）。基于上述原则，赋值后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３３种健康状态及其对应的伤残权重和伤残类别见表１。②

２．自变量
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个体生命早期的社会心理风险因素。基于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４年生命历程调查所收集的生命早期经历，本文从中梳理出如下９项早期社会心
理风险：童年迁移、童年身体暴力、童年丧亲、与母亲关系、与父亲关系、母亲精

·１０１·

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健康的影响效应

①

②

这１０个模块是：残疾模块、慢性病模块、癌症模块、五官模块、身体疼痛模块、传染
病模块、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模块 （ＡＤ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模块 （ＩＡＤＬ）、精神健
康 （抑郁）模块、认知功能模块。
除上述两点赋值原则外，非常详细的赋值说明限于篇幅没有在这里呈现，读者如想查
看，请与本文作者联系：ｓｕｓａｎｌｉｎ１９９６＠１６３．ｃｏｍ。



神健康、母亲身体健康、父亲精神健康、父亲身体健康。① 除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外，

它们是那些能够给个体带来创伤性和压力性体验的因素，它们通常不在儿童掌控范
围之内，并且可能会持续发生或同时发生。②

３．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三个部分： （１）初始健康禀赋； （２）早期社会经济地位

（含人口学变量）；（３）成年后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行为。

借鉴既有研究，③ 本文纳入身高、父母是否长寿和童年健康状况三个变量来控
制初始健康禀赋。早期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兄弟姐妹数量、出生
次序、兄弟姐妹性别结构、童年户口 （城—乡）、童年饥荒、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
受教育程度、童年父亲职业。健康经济学的文献表明，“出生次序”和 “手足性别结
构”会直接影响子女健康。成年后地位特征变量包括：教育程度、初职类型、现职
类型、婚姻状态、是否有医疗保险、月收入、子女数量。成年后健康行为变量包括：

是否吸烟／饮酒、是否进行身体锻炼、是否肥胖。

表１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３３种健康状态的伤残权重赋值结果

ＣＨＡＲＬＳ伤残类别 权重 ＧＢＤ中该权重所属的伤残类别
残疾模块

（１）躯体残疾 ０．０６１ 中度运动障碍的伤残权重
（２）大脑受损／智力缺陷 ０．１００ 中度智力缺陷的伤残权重
（３）失明或半失明 ０．０４９ 中度视力损失上限的伤残权重
（４）聋或半聋 ０．０４２ 中度听力损失上限的伤残权重
（５）哑或严重口吃 ０．０７８ 言语问题上限的伤残权重
慢性病模块

（１）高血压病 — 女性损失０．３５９岁期望寿命；男性损失０．３６３岁期望寿命
（２）糖尿病或血糖升高 ０．０１５ 糖尿病病例的伤残权重 （２００４ＷＨＯ版本）
（３）癌症等恶性肿瘤 ０．２８８ 癌症 （确诊和基础治疗）的伤残权重
（４）慢性肺部疾患 ０．２２５ 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其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中度）伤残权重
（５）肝脏疾病
（５—１）病毒性肝炎 ０．００６ 轻度传染性疾病的伤残权重 （ＤＡ０４４－２）
（５—２）慢性肝脏疾病和肝硬化 ０．１２３ 失代偿期肝硬化伤残权重的下限

（６）心脏病 （如心肌梗塞、冠心病、
心绞痛、充血性心力衰竭和其他心脏疾病） ０．０８０ 中度心绞痛的伤残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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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查看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操作化方式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的表格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Ｂａｒｂｏｚａ　Ｓｏｌíｓ　ｅｔ　ａｌ．，“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ａｒ－
ａｎｄ－Ｔｅａｒ　ｉｎ　Ｍｉｄｌｉｆ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５８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ｖｏｌ．１１２，ｎｏ．７，

２０１５，ｐｐ．Ｅ７３８－Ｅ７４６．
参见程令国、张晔、沈可：《教育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来自中国老年人的证
据》，《经济学 （季刊）》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石智雷、吴智明：《早年不幸对健康不平等的
长远影响》，《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续表１

ＣＨＡＲＬＳ伤残类别 权重 ＧＢＤ中该权重所属的伤残类别
（７）中风 ０．０７０ 中风 （中度长期结果）的伤残权重
（８）肾脏疾病 ０．１０４ 慢性肾病的伤残权重
（９）胃部疾病或消化系统疾病 ０．２０９ 胃出血伤残权重的下限
（１０）情感及精神方面问题　 ０．１３３ 中度焦虑症的伤残权重

（１１）与记忆相关的疾病
（如老年痴呆症、脑萎缩、帕金森症） ０．３７２ 中度帕金森症伤残权重的上限

（１２）关节炎或风湿病 ０．０８０ 肌骨问题 （手臂／腿部，中度）的伤残权重
（１３）哮喘 ０．０３６ 部分控制的哮喘的伤残权重
肌骨障碍

　您有没有过髋骨骨折 ０．１８２ 骨盆骨折的伤残权重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有没有医生诊断您得了前列腺疾病如前
　列腺增生 （排除前列腺癌）

０．０６７ “良性前列腺肥大／增生：有症状的”伤残权重

五官类疾病

（１）您看远处的东西怎么样 ０．０３１ 回答 “一般”，赋予 “视力中度减损”的伤残权重０．０３１
极好、很好、好、一般、不好 ０．１８４ 回答 “不好”，赋予 “视力严重减损”的伤残权重０．１８４

（２）您看近处的东西怎么样 ０．０３１ 回答 “一般”，赋予 “视力中度减损”的伤残权重０．０３１
极好、很好、好、一般、不好 ０．１８４ 回答 “不好”，赋予 “视力严重减损”的伤残权重０．１８４

（３）您是否做过白内障手术 ０．１８４ “视力严重减损”的伤残权重
（４）是否有医生诊断过您得了青光眼 ０．１８４ “视力严重减损”的伤残权重
（５）您的听力如何 ０．０２７ 回答 “一般”，赋予 “听力中度减损”的伤残权重０．０２７
极好、很好、好、一般、不好 ０．１５８ 回答 “不好”，赋予 “听力严重减损”的伤残权重０．１５８

（６）您的牙齿是否已经掉光 ０．０６７ “严重牙齿损失”的伤残权重
传染性疾病

（１）肺结核 ０．３３３ 结核病的伤残权重
（２）乙型肝炎 ０．００６ 轻度传染性疾病的伤残权重 （统计在肝脏疾病类别）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请问您是否因为健康原因： 依据 “运动加认知损伤”的伤残权重对其进行赋值：
（１）做家务活的时候有困难 ０．０３１ 轻度工具性失能，赋值０．０３１
（２）做饭有困难 ０．２０３ 中度工具性失能，赋值０．２０３
（３）自己去商店买食品杂货有困难 ０．５４２ 重度工具性失能，赋值０．５４２
（４）管钱有困难
（５）自己吃药有困难
抑郁

（１）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 ０．１４５　１０—２０分，赋予轻度抑郁症的伤残权重０．１４５
（２）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 ０．３９６　２０—３０分，赋予中度抑郁症的伤残权重０．３９６
（３）我感到情绪低落
（４）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
（５）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６）我感到害怕
（７）我睡眠不好
（８）我很愉快
（９）我感到孤独
（１０）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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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将分如下四个步骤展开：

第一步：检验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老年伤残损失生命年的预测作用：
（１）基础模型：纳入早期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初始健康禀赋；
（２）纳入核心解释变量：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因素；
（３）控制成年后变量：包括成年后地位特征和成年后健康行为。

第二步：检验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老年 “极端”伤残损失生命年的预测作用。

第三步：检验早期社会心理风险与老年健康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效应。

第四步：检验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老年健康的预测作用是直接还是间接的。

（一）对老年伤残损失生命年的预测作用

关于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老年伤残损失生命年预测作用的检验分为三个子步骤。

每一个子步骤的因变量都有两个：总体伤残损失生命年和慢性病伤残损失生命年。

为降低因变量偏态分布的影响，分析时对其做了对数转换。采用最小二乘回归
（ＯＬＳ）方法，针对两个因变量共拟合六个模型。

１．基础模型
从表２的 （１）列和 （２）列的基础模型拟合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 “总体

伤残损失生命年”还是对于 “慢性病伤残损失生命年”，年龄、童年饥荒、母亲教
育、童年健康和身高都具有显著预测力。

表２　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因素预测作用检验结果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基础模型
慢性病
伤残损失

基础模型
总体伤残损失

早期社会
心理风险因素
预测模型
慢性病
伤残损失

早期社会
心理风险因素
预测模型
总体伤残
损失

控制成年
变量模型
慢性病
伤残损失

控制成年
变量模型
总体伤残
损失

早期社会
经济地位
变量

性别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０）

年龄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童年户口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２）

童年饥荒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兄弟姐妹数量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

出生顺序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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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基础模型
慢性病
伤残损失

基础模型
总体伤残损失

早期社会
心理风险因素
预测模型
慢性病
伤残损失

早期社会
心理风险因素
预测模型
总体伤残
损失

控制成年
变量模型
慢性病
伤残损失

控制成年
变量模型
总体伤残
损失

早期社会
经济地位
变量

手足性别结构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２）

父亲教育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

母亲教育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６）

父亲职业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１）

初始健康
禀赋

父母是否长寿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５）

身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童年健康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１）

早期社会
心理风险
因素

童年迁移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０）

与母亲关系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６）

与父亲关系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童年丧亲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４）

身体暴力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

母亲精神健康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４）

母亲身体健康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３）

父亲精神健康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６）

父亲身体健康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６）

成年后
地位特征
变量

教育程度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

初职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现职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４２）

月收入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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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基础模型
慢性病
伤残损失

基础模型
总体伤残损失

早期社会
心理风险因素
预测模型
慢性病
伤残损失

早期社会
心理风险因素
预测模型
总体伤残
损失

控制成年
变量模型
慢性病
伤残损失

控制成年
变量模型
总体伤残
损失

成年后
地位特征
变量

婚姻状况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６７）

医疗保险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５）

子女数量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６）

成年后
健康行为
变量

吸烟饮酒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７）

肥胖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９）

身体锻炼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截距
０．２３３
（０．２０６）

０．５８１＊＊＊

（０．２０９）
０．０６９
（０．２０８）

０．３３４
（０．２１０）

０．３３３
（０．２８５）

０．６５６＊＊

（０．２９０）

Ｎ　 ７４８５　 ７４８５　 ７４８５　 ７４８５　 ４３８２　 ４３８２
Ｒ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２
Ｆ　 ８．４４３　 １６．９２３　 ９．４３７　 １６．０４０　 ６．９７１　 １０．５５６

　　　注：（１）括号中为标准误；（２）＊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在早期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中，母亲教育对子代健康具有保护作用，而且这种保
护是全方位的，体现为：随着母亲教育程度的提高，子代老年后不仅慢性病伤残损
失更少，而且总体伤残损失也更少。关于教育对健康的保护作用，多项国内研究提
供了支持性证据。① 但是这些研究关注的是自身教育对自身健康的作用，而本研究
表明：上一代的教育有助于提升下一代的老年健康质量。可见，教育的 “健康红利”

不仅如研究证实的那样会 “持续一生”，而且会延续到下一代身上。

在表征初始健康禀赋的三个变量中，身高和童年健康具有统计显著的预测力。

身高越高，老年伤残损失越少。在健康经济学文献中，身高经常被当作早期营养状
况的代理变量。② 本研究发现意味着，早期营养状况良好会全面改善个体的健康状
况，其效应在老年后仍有显著体现。

童年健康状况越差，老化过程中的伤残损失生命年越多，表明早期健康状况会
长期持续。因此，改善儿童健康，不仅能改善儿童当下的福祉，更能提升终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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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程令国、张晔、沈可： 《教育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来自中国老年人的证
据》，《经济学 （季刊）》２０１４年第１期；胡安宁： 《教育能否让我们更健康———基于

２０１０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城乡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参见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崔传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３页。



质量。此外，有研究证实，早期健康状况也会影响个体对自身生命长度的预期，它
会引发一系列后果，例如，预期自身寿命更短的人其时间贴现率更高，更看重当下
满足，不乐于做出现在投入而未来收益的事情，包括教育投入、身体锻炼等；成年
后更不倾向于储蓄，从而降低财富积累。这些都会影响余生健康。①

２．检验核心解释变量
第二步是在控制早期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初始健康禀赋的前提下，检验早期社

会心理风险对老年健康结果的预测力度。回归结果如表２中的 （３）列和 （４）列所
示，对老年健康影响显著的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包括：童年迁移、亲子关系、童年丧
亲、身体暴力、母亲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以及父亲身体健康。

有趣的一点是，在没有纳入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因素的时候，童年饥荒对老年健
康有显著影响，但是在纳入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因素之后，童年饥荒的显著性下降甚
至消失。关于童年饥荒对健康长期影响的既有研究，所得结论并不一致。② “饥荒”

经常伴随 “迁移”，所以有 “逃荒”的说法。鉴于童年迁移是预测成年后健康结果的
重要风险因素，因此不控制迁移经历而单独考察饥荒的做法，是导致既有研究没有
得出一致性发现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在进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生命史理论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将早期环境风险分为两个维度：艰苦性和动荡性。③ 其中，童年迁
移是动荡性的典型表现，它是孩子判定生存环境是否恶劣的重要线索。对动荡性的预
期会带来一系列心理和生理结果，包括早发育、早成熟，提早进入青春期，以为繁育
做准备，以免在艰难时世未生先死，基因无法传递。其结果是个体生理老化加速。

童年遭遇身体暴力显著增加老年伤残损失生命年。因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家教理
念，本文在变量操作化过程中已经对身体暴力采取了多维测量和降维编码。尽管如
此，我们还是看到身体暴力对老年健康结果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一点值得我们
关注。棍棒不会打出孝子，只会造成终生的身心伤害。本研究测量的身体暴力来自
父亲、母亲和手足。发生在亲密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体暴力通常是一个长期过程，

而不是一个突发事件。既有研究证实，几乎所有遭受身体暴力的孩子也同时遭受心
理暴力。多种暴力形式经常同时发生，产生累积性影响。

在亲子关系中，母子／女关系比父子／女关系对孩子老年健康的作用更显著。与母
亲关系越差，老年伤残损失越多，或者反过来说，良好的母子关系对老年健康具有保
护作用。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儿童有依附抚养人尤其是女性抚养人的本能，这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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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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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ｉａ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Ｄｅ　Ｎａｒｄｉ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Ｂａｄ　Ｈｅａｌｔｈ，”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３９６３，２０１７．
参见马光荣：《中国大饥荒对健康的长期影响》，《世界经济》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Ｊａｙ　Ｂｅｌｓｋ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ｓｉｃｏｔｈｅｍａ，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０１０，ｐｐ．２８－３４．



其生存概率。识别母亲面孔是孩子最早发展起来的认知能力之一。婴儿的视力范围只

有１５—２０厘米 ，这一距离恰好与婴儿在母亲臂弯里吸吮母乳时其眼睛到母亲脸部的

距离相当。母亲的情感反应对孩子的影响从生命孕育之初即已开始。

父子／女关系对老年健康的影响看起来与母子／女关系相反：与父亲关系越疏远

成年后的伤残损失生命年越少。这看似不符合常识观念。其背后可能有两方面的原

因，其一，在问卷中有三个题项测量与母亲的关系，但是只有一个题项测量与父亲

的关系。所以，一个题项可能并未完全捕捉到父子／女关系的本质。其二，中国传统

观念对父母的角色定位都是严父慈母，子女对父亲的态度大多是敬而远之。远之，

即与父亲关系疏远，并非与父亲关系不好，反而可能是子女尊重父亲、父亲关心子

女的一种表现。所以它实质上与母子／女关系一样，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降低伤残

损失。当然，这种解释是否合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去证实。

父母是孩子成长环境中的 “重要他人”。童年丧亲会显著损害老年后的健康状

况。即使不是这样严重的父母缺席，就是父母存在健康问题，无论是小病不断还是

恶疾缠身，无论是身体残障还是精神抑郁，都会对孩子发育和成长产生持久影响，

且母亲健康对子代的影响更大。在风险家庭模型 （Ｒｉｓｋ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ｏｄｅｌ）① 中，父母

存在健康问题是风险家庭的核心表现。童年逆境体验系列研究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ＣＥ）将由健康原因而导致的父亲和母亲不能履行父职和母职的情况称

为照护人受损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这是一种严重的童年逆境。②

父母精神疾病 （尤其是母亲抑郁）以及受其影响的养育行为和婚姻关系提升了子

代出现一系列医学症状和心理障碍的风险。一项研究跟踪父母抑郁的子代２０年，发

现父母抑郁的子代更容易出现下列症状：童年期的抑郁症和焦虑症、青少年期的抑郁

症和成年后的酒精及药物依赖，并且社交能力受损。他们在这些方面的风险高于父母

不抑郁的子代三倍，并且这些症状在他们身上开始的时间更早，且持续的时间更长。③

３．控制成年特征变量

纳入成年特征变量后，父母健康 （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仍旧对子代健康具有统

计显著的影响，表明父母健康—子代健康的关系更可能是直接的。在控制健康遗传代

理变量和成年后变量的前提下，健康仍旧具有代际传递性。与之形成对比，在纳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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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ｅｎａ　Ｌ．Ｒｅｐｅｔｔｉ，Ｓｈｅｌｌｅｙ　Ｅ．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ｓａ　Ｅ．Ｓｅｅｍａｎ，“Ｒｉｓｋ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Ｆａｍｉｌ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ｖｏｌ．１２８，ｎｏ．２，２００２，ｐｐ．３３０－３６６．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Ｊ．Ｆｅｌｉｔｔｉ　ｅｔ　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ｂｕｓｅ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ＣＥ）

Ｓｔｕｄ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１４，ｎｏ．４，１９９８，ｐｐ．２４５－２５８．
Ｍｙｒｎａ　Ｍ．Ｗｅｉｓ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ｖｏｌ．１６３，ｎｏ．６，２００６，ｐｐ．１００１－１００８．



年特征变量后，母亲教育对子代健康的作用不再显著，暗示母亲教育可能经由作用于

子代成年后特征而间接影响子代健康。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孩子生命早期对社会性

互动的需求大于对智识刺激的需求。这时如果缺少与慈爱的成人愉快的互动经验 （例

如抚摸和拥抱）———这恰好是父母因自身健康问题而可能导致的结果———将会对孩子

的神经系统、生理系统和免疫系统造成持久伤害，从而直接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和精

神健康。“对于孩童来说，被满怀慈爱地抱着，便是对发展的最好刺激。”①

在成年后变量中，婚姻对慢性病伤残损失的作用显著。非在婚个体慢性病伤残

损失更少。这看似与我们预期的婚姻对健康的保护作用不符。但是其背后可能存在

样本选择问题：婚姻中伴侣和家人的关爱与支持使得在婚个体更可能带病生存，而

且通常是慢性疾病，例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而非在婚个体

一旦罹患疾病或遭遇伤残，死亡的风险更高。也许正是因为样本选择效应导致处于

婚姻中的个体比不在婚个体的慢性病伤残损失生命年更多，这是婚姻保护作用的另

一种体现。当然，这一发现是否稳健，尚需进一步研究的证实。

在成年后健康行为变量中，吸烟、饮酒和肥胖显著增加老年伤残损失生命年。

２０１９年最新的中国疾病负担报告指出，在排名前１０位的疾病负担风险因素中，全

国层面比率增长最大的是肥胖 （高ＢＭＩ）。无论是在死亡风险因素排名中，还是在

伤残调整生命年风险因素排名中，吸烟、饮酒和肥胖的排名都在前１０位。本研究证

实，即使在控制一系列早期因素和成年地位特征变量之后，吸烟、饮酒和肥胖仍旧

是导致老年伤残损失生命年显著增加的原因。

（二）对极端伤残损失生命年的预测作用

采用伤残损失生命年这种量化口径，使得我们能够辨识出那些具有极端伤残损

失的个体，即伤残损失生命年高于样本中９０％的那些人。为了探寻极端伤残损失生

命年的预测变量，本文创建了两个哑变量。第一个哑变量代表总体上的极端伤残损

失个体，即如果一个人的总体伤残损失生命年大于样本中９０％的人，记为１，否则

记为０。第二个哑变量代表慢性病的极端伤残损失个体，即如果一个人的慢性病伤

残损失生命年大于样本中９０％的人，记为１，否则为０。然后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型，检验哪些变量能够预测老年高危健康状况。

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因素中的童年迁移、身体暴力、母亲精神健康和父亲身体健

康能够显著预测老年极端伤残损失 （见表３）。在老化过程中，对于健康方面的高危

个体，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因素对其具有显著预测力。这意味着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

健康的损害不仅时间上更持久，而且伤害程度更大。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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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极端伤残损失生命年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１） （２）

极端慢性病伤残损失生命年 极端总体伤残损失生命年

早期
社会
经济
地位
变量

性别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５）

０．３０７＊

（０．１６３）

年龄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８）

童年户口
－０．０９４
（０．２７３）

－０．２４４
（０．２７５）

童年饥荒
－０．０７４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１
（０．１２７）

兄弟姐妹数量
０．１３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１）

出生顺序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２）

手足性别结构
－０．１５５
（０．２３４）

－０．０９８
（０．２２９）

父亲教育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８）

母亲教育
－０．２３９
（０．２２０）

－０．４００＊

（０．２３７）

父亲职业
－０．３０８＊

（０．１５８）
－０．２２３
（０．１６３）

初始
健康
禀赋

父母是否长寿
０．４３８
（０．４７２）

－０．２６７
（０．３６８）

身高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８）

童年健康
－０．０４６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４
（０．１０３）

早期
社会
心理
风险
因素

童年迁移
０．２１６＊＊

（０．１０８１）
０．１８６＊

（０．１０７６）

与母亲关系
－０．０４５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６）

与父亲关系
０．０３７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８
（０．１１４）

童年丧亲
０．１１３
（０．１２７）

０．１６０
（０．１２２）

身体暴力
０．１６２＊＊＊

（０．０４３）
０．１５８＊＊＊

（０．０４２）

母亲精神健康
０．１６０＊＊

（０．０７１）
０．１８５＊＊＊

（０．０６９）

母亲身体健康
０．０３７
（０．１１９）

０．０７９
（０．１１５）

父亲精神健康
０．１０７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８）

父亲身体健康
０．３６８＊＊＊

（０．１２２）
０．３１７＊＊＊

（０．１２１）

成年后地位
特征变量

教育程度
０．０８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１０１）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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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１） （２）

极端慢性病伤残损失生命年 极端总体伤残损失生命年

成年后
地位
特征
变量

初职
－０．０２４
（０．０９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７）

现职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３）

０．１２３
（０．０８３）

月收入
０．０１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０
（０．１１０）

婚姻状况
－０．５２６＊

（０．２９１）
－０．００２
（０．２４８）

医疗保险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９）

０．５２８＊＊

（０．２５７）

子女数量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８５）

成年后
健康
行为
变量

吸烟饮酒
０．２１７＊＊

（０．０９３）
０．２３２＊＊

（０．０９２）

肥胖
０．２１３＊＊

（０．１０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５）

身体锻炼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３）

截距
－２．２９５
（１．６１４）

０．３５４
（１．５６６）

Ｎ　 ４３８２　 ４３８２

　　　注：（１）括号中为标准误；（２）＊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以极端总体伤残损失为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童年未迁移个体，

那些童年迁移的个体其在老化过程中出现极端伤残损失的可能性是前者的１．２０４倍
（ｅ０．１８６），即可能性增加０．２０４倍。身体暴力增加一个单位，个体出现极端伤残损失
的可能性是原来的１．１７１倍 （ｅ０．１５８）。母亲精神健康差，出现极端伤残损失的可能性
增加０．２０３倍 （ｅ０．１８５＝１．２０３），父亲身体健康差，出现极端伤残损失的可能性增加

０．３７４倍 （ｅ０．３１８＝１．３７４）。相对来说，父亲身体健康更多影响家庭环境中的 “硬
件”，包括经济条件和物质支持；而母亲精神健康更多影响家庭环境中的 “软件”，

包括体贴、关心和爱护。

（三）因果作用

从前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四项早期社会心理风险持续地具有显著预
测力，即无论因变量是总体伤残损失，还是慢性病伤残损失，以及极端的总体
和慢性病伤残损失哑变量，这四项风险因素均具有统计显著的影响，它们是：

童年迁移、身体暴力、母亲精神健康和父亲身体健康。从下面四幅图我们可以
看出，在总体趋势上，每一种风险都显示出随着风险暴露的增多，老年伤残损
失生命年也随之增加。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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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各类别对应的平均伤残损失生命年图示

上文以逐步回归模型证实了，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于老年期健康结果具有统计
显著的影响。但回归模型无法证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合本研究的数据特点和

研究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检验早期社
会心理风险与老年健康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效应。

倾向值匹配分析涉及三类变量：处理变量、结果变量和协变量。处理变量为二
分变量，分别代表处理组 （Ｄｉ＝１）和控制组 （Ｄｉ＝０）。在本文中，未曾经历早期社

会心理风险的个体被视为控制组，曾经历四项中一项及以上早期社会心理风险的个
体被视为处理组。结果变量为老年伤残损失生命年。协变量为早期社会经济地位变
量，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母亲教育、父亲教育、父亲职业、出生次序、手足性
别结构和兄弟姐妹数量。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成年后健康行为变量不能作
为协变量纳入倾向值匹配分析，否则就犯了过度控制的错误。

本文采取了四种匹配方法，分别是１∶１近邻匹配、核匹配 （使用默认的核函数
和带宽）、卡尺匹配与马氏匹配。表４报告了四种匹配的 “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
（ＡＴＴ）。结果表明，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于老年健康状况具有因果作用：在早期社

表４　因果效应检验 （１）自变量汇总检验

因变量

控制组：
未曾经历任何早期
社会心理风险

处理组：
曾经历一项及以上
早期社会心理风险

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 （ＡＴＴ）

均值

Ｍｅａｎ
观测值

Ｎ
均值

Ｍｅａｎ
观测值

Ｎ
１∶１近邻
匹配

核匹配
卡尺
匹配

马氏
匹配

慢性病
伤残损失生命年

０．６８４　 ２１２８　 ０．８９１　 １０８８７
０．１７４＊＊＊

（０．０５４）
０．２０６＊＊＊

（０．０４３）
０．２０１＊＊＊

（０．０４３）
０．２２５＊＊＊

（０．０７１）

总体
伤残损失生命年

１．０４４　 ２１２８　 １．２９８　 １０８８７
０．２４７＊＊＊

（０．０６３）
０．２５８＊＊＊

（０．０４９）
０．２５１＊＊＊

（０．０５０）
０．２８７＊＊＊

（０．０８０）

　　　注：（１）括号中为标准误；（２）＊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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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地位相同的个体当中，那些遭遇早期社会心理风险的人与其同伴相比，其老
年后的健康生命质量减损更多。一个人的老年健康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几十年前
的人生经历所决定。

此外，本文对于四项具有稳定预测力的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分别进行了因果效应
检验。经历某一早期风险 （如童年迁移）的个体被视为处理组个体，未曾经历这一
早期风险的个体被视为控制组个体，以总体伤残损失生命年作为因变量，倾向值匹
配分析的结果见表５。身体暴力、母亲精神健康和父亲身体健康三个变量在四类匹
配分析中其因果效应均高度显著，童年迁移变量只在１∶１近邻匹配中高度显著，表
明这一变量因果效应的稳健性不如其他三个变量。

表５　因果效应检验 （２）分变量检验

因变量
总体伤残损
失生命年

控制组：
未曾经历

处理组：
曾经历

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 （ＡＴＴ）

均值

Ｍｅａｎ
观测值

Ｎ
均值

Ｍｅａｎ
观测值

Ｎ
１∶１近邻
匹配

核匹配
卡尺
匹配

马氏
匹配

自
变
量

童年迁移 １．２３２　 ６９８０　 １．３０６　 ３６０５
０．１１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６）

身体暴力 １．１４１　 ３８８８　 １．３１６　 ６６９７
０．２０５＊＊＊

（０．０５４）
０．１６６＊＊＊

（０．０４４）
０．１８６＊＊＊

（０．０４４）
０．２８０＊＊＊

（０．０６４）

母亲精神健康 １．１８５　 ７３０６　 １．４１４　 ３２７９
０．２５５＊＊＊

（０．０５７）
０．２８３＊＊＊

（０．０４９）
０．２８０＊＊＊

（０．０４９）
０．２９７＊＊＊

（０．０８６）

父亲身体健康 １．２３０　 ９５２７　 １．５０５　 １０５８
０．２５７＊＊＊

（０．０９６）
０．２４８＊＊＊

（０．０８３）
０．２６３＊＊＊

（０．０８３）
０．２６３＊＊

（０．１１９）

　　　注：（１）括号中为标准误；（２）＊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四）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

一些研究发现，早期社会经济地位经由影响成年后地位特征变量 （如教育）或
健康行为变量 （如吸烟、饮酒）而作用于成年后健康结果，两者的关系是间接的。

那么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老年健康的作用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本文构建了一个 “早期社会心理风险指数”变量，

它是对四项持续显著的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因素汇总得到的数值，是一个取值范围在

０—１０之间的序列变量。然后，本文先后拟合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在控制其他
早期变量 （早期社会经济地位和初始健康禀赋）的前提下，只纳入早期社会心理风
险指数；第二个模型是在此基础上纳入成年后变量。然后比较两个模型中早期社会
心理风险指数的系数在显著性和绝对值上是否有变化。

结果表明，早期社会心理风险指数的系数并未因纳入成年后变量而降低，相反，

它在显著性、方向和大小上均无变化 （见表６）。那么可以推断，早期社会心理风险
对老年健康的作用更可能是直接的，这一点与早期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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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早期社会心理风险的直接作用检验

预测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早期社会心理风险指数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０５３）
早期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初始健康禀赋 已控制 已控制

成年后地位及行为变量 已控制

样本量 ４３８２　 ４３８２
Ｆ　 １９．６１１８　 １３．１８３９
调整后Ｒ２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６５１

总结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及其意义

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总结为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早期社会心理风险显著减损老年健康质量，对于老年后的高危健康状况

也具有显著预测力；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相关性的，更是因果性的。因此，老年

健康研究不仅要关注社会经济因素，更要考虑社会心理因素；不仅要对健康的近因

即 “下游”风险保持警觉，更应警惕健康结果的远因即 “上游”风险。儿科学的地

位在国外日益提升，人们逐渐认识到，那些影响儿童健康的风险具有生物嵌入性，

因此，医治儿童也是医治成人。

其次，本研究识别出对老年健康具有稳定预测力的四项早期社会心理风险：童

年迁移、身体暴力、母亲精神健康和父亲身体健康。中国疾病负担研究在其风险因

素评估中尚未纳入社会心理风险，这是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一个巨大差距。本发

现为未来中国疾病负担研究甄选哪些因素纳入评估提供了循证参考。

再次，研究证实，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老年健康的作用是直接的，这一点与早

期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不同，社会心理风险无须经由成年后变量的中介作用传递其影

响。童年压力体验具有生物嵌入性，它会导致 ＨＰＡ轴失调，增加机体的炎性反应，

通过表观遗传机制调节基因表达。简言之，早期社会心理压力在分子层面增强对老

化疾病的易感性，直接加速整个机体的衰老和毁灭速度。

最后，在控制健康遗传代理变量的前提下，父母健康仍旧显著影响子代老年健

康。在人力资本领域，关于教育代际传递的研究积累丰富，而探究健康代际传递的

研究相对略少。安格斯·迪顿在其著作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更关注看得见的

资本，例如经济收入、教育程度；相对来说，轻视看不见的人力资本，如健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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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意味着，改善父母健康，不仅有利于改善他们自身的福祉，更能提升子

代的终生健康水平。在孩子人生早期，筛查那些父母存在健康问题的风险家庭，并

对其进行积极干预，将有利于提升两代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命长度。

上述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四项风险因素的识别使得我们能够在生命

早期采取更加精准的预防和干预措施。相对于撒网式干预，靶向干预具有更好的成

本效益。此外，证实社会心理风险对健康的潜在影响，有利于矫正当下一些扶贫扶

弱政策仅仅关注贫困儿童，而忽视那些暴露于社会心理风险的非贫困儿童的做法。

对于老年人本人来讲，针对健康风险的早期干预有利于延长老年人的健康预期

寿命，提升老年生命质量。对于家庭来讲，在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的背景下，健康

的长辈有利于减轻家庭的照护压力，增加家庭的劳动力供给。对于国家来讲，一个

健康的老年群体有利于降低未来的医疗成本和养老负担，并且能够发挥老年人的人

力资源优势，延长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时间。①

在整个社会层面，健康的老年群体也将促进对这一群体的认知改变，降低年龄

歧视。在发展缓慢的传统社会，老年人因其智识积累而备受尊重；但是在文化和科

技都急速革新的现代社会，老年人常因跟不上前进的步伐而遭受冷遇甚至歧视。在

宣扬年轻、活力和冻龄的大众文化中，老年人被污名化了。②我们无法抗拒生理老化

的规律，但是我们能够降低那些可以预防的风险。只需环顾四周，我们就能够发现，

外在风险因素对个体老化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大于生理规律。

（二）研究展望及未来研究趋势

未来研究将基于长时段客观性的数据对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探求。一方面，随

着调查的持续进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对样本的跟踪轮次增多，后续研究将

基于追踪数据而非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如果足够 “长”，将会带来更有意义的研

究发现。而且，长时段的追踪数据也为探究因果关系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未来研究将基于客观信息而非主观报告来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在

文献综述部分，我们看到，关于童年逆境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已有研究提供了分子

生物学证据。本文没有在这一层面开展研究，主要原因是文章需要依据具体的疾病

类型才能计算出伤残损失生命年。但是对疾病类型的自我报告存在高估或低估的可

能。后续研究将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提供的体检和血检数据，以生物标记

物信息作为因变量来揭示早期风险的影响效应。社会学与分子生物学、认知神经科

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跨学科融合是未来健康研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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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神经生物学和基因组学信息有益于揭示社会因素在身体之内的作用机制。

这一做法并非要将社会事实还原为神经放电和荷尔蒙分泌，而是要在社会科学与自
然科学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从微观层面来理解宏观结果。人类是嵌入于社会背景
中的生物性存在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ｅｉｎｇｓ）。社会科学家对社会背景的关注远胜于对生物性
成分的认可。出于对还原论的忌惮，社会学者一直避免从分子层面讨论社会问题。

而是秉持 “用一种社会事实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的理念，坚守结构因素的阵地。

但是吸收生物学语言，并不会使社会学丧失领地，相反，它会让人们对社会因素的
“工作”方式有更深入和更全面的理解和认知，它扩大了社会学的阵地，避免了狭隘
的学科中心主义。

技术的进步也为这种跨越学科边界的 “大融通”提供了可能。便携式可穿戴设
备的完善使得实时跟踪和测量生物体征成为可能。非侵入式生物样本采集技术的进
步，也让我们能够在大规模社会调查中方便地收集唾液、血液和尿液样本。在欧美，

已有全国规模调查收集了基因组学信息和生物标记物信息，也有一些小规模调查收
集了大脑成像数据。在国内，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率先开展了生物样本采集工
作，为深入且科学地进行健康研究尤其是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此外，未来
也会有国内调查收集基因组学信息。对于健康研究者来说，未来可期，但挑战并存。

（三）研究局限与不足

本研究存在如下一些局限。首先，本文对于早期事件的评估是基于对受访者的
生命史调查，回溯性报告可能存在记忆偏差。其次，尽管统计分析表明，成年后的
经济地位和健康行为并非早期社会心理风险的中介变量，但是这并不能排除存在其
他中介变量的可能。与经济地位不同，社会心理风险很可能是在皮肤之下发挥它对
健康的侵蚀作用。未能在分子生物层面探究影响机制，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此外，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中，一些疾病没有患病年份的信息，导
致无法计算出这些症状精确的伤残损失生命年。在最新的中国疾病负担报告中，精
神类疾病是伤残权重最高的疾病类型，也是增加伤残损失生命年的三个最主要的因
素之一，但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精神健康模块只有 “抑郁症”这一种类型
的精神疾病。因此，受制于数据可得性，一些需要被纳入的信息和需要被关注的疾
病未能在研究中被考虑。

〔责任编辑：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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